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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者，政之本也。耕地，粮之根本。习近平总书

记多次强调：“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必须坚守

18 亿亩耕地红线，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像保

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1] 在此理念指导下，“我国

耕地资源保护、质量建设和生态系统维护的政策指

向性更明确、措施更具体、力度更大”[2]，逐渐形成“数 

量 + 质量 + 生态”三位一体的耕地保护制度体系框架，

并初步遏制耕地数量持续下滑趋势①，耕地的修复治

理初见成效 [3]。然而，“新时代新征程上，耕地保护任

务没有减轻”[4]，耕地保护制度的总体实施效果并不乐

观 [5]，耕地质量与生态保护的形势依然严峻 [6]。数据

显示，2019 年全国中下等耕地面积为 13.91 亿亩，占

全国耕地评定总面积的 68.76%②。另有研究发现，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全国粮食主产区耕地土壤重金

属点位超标率增加 14.91%，耕地土壤重金属含量呈上

升趋势 [7]。可见，如何贯彻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

度，成为新时代中国耕地保护工作的一项重要议题。

事实上，耕地保护制度贯彻落实的生命在于有效

执行，而有效执行的根本在于压实责任。近年来，为

压实地方政府耕地保护主体责任以及有关部门的监

管责任，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

2020 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

行为的通知》明确“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

同、公众参与、上下联动的共同责任机制”；2018 年国

务院发布的《省级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办法》

和 2021 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对省级政府

的耕地保护主体责任提出明确要求；2022 年中央一

号文件强调“实行耕地保护党政同责”。但实践中耕

地保护责任机制仍存在“上浮”倾向③，耕地保护的“最

后一公里”尚不够畅通，部分地方补充耕地不实、永久

doi: 10.11994/zgtdkx.20240111.104033

耕地保护田长制的政策工具谱系模型与政策启示

——基于扎根理论的政策文本实证分析

方  印，李  杰，佀耀耀

（贵州大学法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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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农田“非粮化”、侵占耕地挖湖造景等问题依然突

出 [8]。在此背景下，部分地方政府借鉴河长制和林长

制的制度创新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以分级联动全覆盖

监管为核心的耕地保护田长制 [9]。

迄今为止，学界围绕耕地保护田长制的探讨议

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耕地保护田长制的制

度解构。如吴克宁等认为，耕地保护田长制以保障

粮食安全为主要目的、以责任制为核心、以地方实际

为定位 [10]；刘珉等在比较河长制、林长制、田长制的

异同后发现，耕地保护田长制是政府治理的“承包

制”[11]。二是耕地保护田长制的实践审视。如张峥

等主张，耕地保护田长制的实践探索历经制度探索、

开展试点和制度形成三个阶段 [12]；齐世敬指出，当前

耕地保护田长制在制度逻辑、顶层设计、实施评价等

方面存在困境，为此需要找准制度定位、强化顶层设

计、加强跟踪评估 [13]。以上研究成果对深化耕地保

护田长制的研究理路有所裨益，但对耕地保护田长

制实践中的政策工具缺乏深入探讨。耕地保护田长

制是一种在多环节委托关系链中产生的公共政策安 

排 [14]，其政策工具选择和运用的合理有效与否，直接

决定这一政策安排的整体绩效。基于此，本文借助扎

根理论研究方法，回归政策原始语境对 120 份省市级

层面的耕地保护田长制实施（工作）方案进行分析，尝

试构建耕地保护田长制的政策工具谱系模型，以期提

供一整套完备的“政策工具箱”，助推耕地保护田长

制的长效运行。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文以“田长制”为关键词，在北大法宝数据库、

各政府官方网站等平台进行检索，截至 2023 年 8 月，

检索到 313 份与耕地保护田长制相关的政策文本。本

文将政策文本作为扎根理论分析的资料来源具备以

下优势：第一，能够克服深度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

对原有文本结构的影响 [15]，减少研究者介入造成的测

量误差，提高测量的精确度和可信度。第二，政策文

本是一种可观测的政策信息物化载体 [16]，是地方政府

处理公共事务的真实反映和行为印迹，解读政策文本

能够揭示政策工具的使用样态与内在逻辑。第三，政

策文本具有数据易获取的优点，对文本内容进行编码

分析，能够降低工作量和工作难度 [17]，使研究结果更

具权威性和客观性。

此外，为保证政策文本分析的典型性、代表性及

科学性，本文按照下述标准对 313 份政策文本进行筛

选：一是直接与耕地保护田长制相关，即文件名称中

明确带有“田长制”的政策文本。二是选取的政策文

本类型为地方规范性文件与工作文件，具体包括通

知、意见、方案等正式文件。三是发文单位为省市级

层面的政府机关。省市级层面的政策文本由各省市

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等权威机构制定并发

布，是地方政治系统决定的权威性输出，其政策内容

精准度和可信度相对较高。四是选取的政策文本应

现行有效且为最新版本。最终梳理得到 120 份省市

级层面的政策文本（表 1）。从政策文本的发布年度

来看，省市级层面的政策文本在时间演进上总体呈现

上升态势（图 1），这表明各地区的关注度正在不断提

高。从政策文本的空间分布来看，省市级层面的政策

文本在地域分布上已覆盖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

南、西北六大区域（图 2），如此能够清晰刻画政策工具

的整体面貌。同时，按照扎根理论关于饱和度检验的

要求，随机选取 90 份（3/4）政策文本进行扎根编码分

析，余下 30 份（1/4）政策文本用于饱和度检验。

表1 部分政策文本一览表①

Tab.1  List of partial policy texts

序号 文件名称 发文机关 发文字号 颁布日期 层级

1 关于全面推行“田长制”的实施意见 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 京农组发〔2021〕1 号 2021-08-09 省级

2 关于推行耕地保护“田长制”的指导意见 山东省自然资源厅 鲁自然资发〔2020〕11 号 2020-11-24 省级

3 关于全面推行田长制的意见 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 川委办发〔2022〕 23 号 2022-06-18 省级

…… …… …… …… ……

118 关于建立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田长制”的通知 绍兴市人民政府 绍政办发〔2018〕 72 号 2018-10-22 市级

119 芜湖市田长制工作实施方案 中共芜湖市委、芜湖市人民政府 芜市发〔2021〕 30 号 2021-11-18 市级

120 巩义市自然资源网格化田长制山长制管理工

作实施方案

巩义市人民政府 巩政办〔2021〕10 号 2021-03-18 市级

①由于文章篇幅所限，此表部分内容省略，若有需要，可联系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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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并非借助先验的政策工具理论框架进行简单的理论嵌套，而是以行动者参与的政策执行全过程周期为立足点，以不同范畴所呈现的功能性关
系为依据，最终凝练得到目标导向型、系统变革型、过程控制型、能力建设型 4 个政策工具类别。其中，目标导向型政策工具的功能边界是“达到何种行动效
果”，系统变革型政策工具的功能边界是“谁来采取行动”，过程控制型政策工具的功能边界是“怎样采取行动”，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的功能边界是“行动效
果如何保证”。

1.2	 研究方法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社会学家巴尼·格拉泽

（Barney Glaser）和塞尔姆·施特劳斯（Anselm Strauss）

通过糅合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思想精髓，创造性地

提出一种从资料和数据中发现问题并建构理论的定

性研究方法 —— 扎根理论研究方法（Grounded Theory 

Methodology）。这种研究方法的核心在于直接从实际

观察入手，对丰富的数据资料自下而上地归纳提炼以

形成实质性理论 [18]。本文将扎根理论应用至耕地保

护田长制的政策工具谱系分析，具备以下有利条件：

一方面，有助于打破既有政策工具的框架束缚。借助

扎根理论自下而上的分析逻辑，能够关照政策要素的

多样性，避免简单的理论嵌套。另一方面，有益于弥

补定量分析方法的功能缺陷。扎根理论的建构主义

研究思路能够有效还原政策工具的动态演化过程并

揭示内部范畴间的关系，由此形成耕地保护田长制的

政策工具理论模型（图 3）。

2  编码过程与模型构建

2.1	 开放性编码及其范畴化

开放性编码是将原始资料概念化的过程。这个

过程需要“把数据及抽象出的概念打破、揉碎并重新

综合”[19]。首先，本文将随机选取的 90 份政策文本导

入 Nvivo 软件，并遵循开放性、独立性及可修正性的原

则，进行开放性编码。其次，对原生编码进行同义合

并与可靠性检查，挖掘原生编码隐藏的内涵，抽象出

120 个初始概念（表 2）。最后，通过聚类分析，对 120

个初始概念进行比较与整理，使其进一步范畴化，最

终聚合出 16 个范畴（表 3）。同时，利用 Nvivo 软件的

参考点统计功能，对每个范畴出现的频数进行统计。

2.2	 主轴编码与主范畴形成

主轴编码是将开放性范畴整合成连贯主轴的过

程。这个过程需要按照因果、功能、情境、结构等逻

辑关系，提取具有统揽作用的主范畴。本文基于开

放式编码的范畴化结果，以范畴间呈现的“功能 —

效应”逻辑关系为依托，对上述 16 个副范畴进行重

新组合与概念抽象，最终形成目标导向型政策工具

（指导功能 — 注意力分配）、系统变革型政策工具（组

织功能 — 职权责明晰）、过程控制型政策工具（规范

功能 — 有序化运作）、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保障功

能 — 积极性调动）4 个主范畴（表 4）①。

图1 政策文本时间演进脉络图

Fig.1 Time evolution of policy texts

图2 政策文本的地域分布

Fig.2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policy texts

图3 扎根理论的建构主义研究思路

Fig.3 Constructivist research approach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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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开放性编码表

Tab.2 Open encoding

序号 概念 序号 概念 序号 概念 序号 概念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31 严查“大棚房” 61 建立权责清单 91 交接清单制度

2 底线思维 32 规范农业生产活动 62 属地管理责任 92 领导协调机制

3 新发展理念 33 高标准农田建设 63 主要领导负责制 93 联席会议制度

4 问题导向 34 生产功能区 64 粮食生产责任 94 考核机制

5 依法治理 35 农业基础设施 65 共同责任机制 95 干部综合考核评价

6 耕地保护红线 36 农田用途管制 66 目标责任书 96 奖惩并举

7 耕地保有量 37 永久基本农田建设 67 政府工作任务 97 离任审计制度

8 耕地用途管制 38 分类施策 68 全域网络 98 督察制度

9 耕地占补平衡 39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69 基本农田网格 99 卫星监测

10 耕地轮作休耕 40 保护利用结合 70 网格联络员 100 耕地“云保护”

11 提升耕地地力等级 41 “多规合一” 71 网格化管理机制 101 “田长制”APP

12 保护性耕作 42 建管护一体化 72 一网两长 102 信息报送

13 退化耕地治理 43 “三位一体”保护 73 闭合式保护网络 103 共享数据库

14 耕地质量监测 44 层级制田长设置 74 网格田长体系 104 信息化建设

15 水土流失综合防治 45 田长分级目录 75 违法快捷发现机制 105 网格化管理平台

16 耕作层土壤剥离利用 46 田长制办公室 76 日常管护机制 106 “一张图”管控

17 污染源头严防 47 总田长 77 闭环执法监管体系 107 信息调度

18 保护补偿机制 48 工作责任单位 78 耕地分类管理 108 市场资本

19 规模化降污 49 工作领导小组 79 长效监管机制 109 市场资源配置

20 技术治污 50 组织基础 80 耕地保护公益诉讼 110 耕地保护激励基金

21 耕地生态修复 51 第一责任人 81 执法效率和精准度 111 多元化资金投入

22 生态保护红线 52 直接责任人 82 常态化巡查检查 112 扶持政策

23 面源污染防治 53 民间田长 83 联合监管机制 113 社会化服务组织

24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 54 工作架构 84 联动查处机制 114 群众广泛参与

25 遏制耕地“非农化” 55 田长制组织体系 85 联防联控机制 115 保护标志牌

26 防止耕地“非粮化” 56 各级田长职责 86 共同管理机制 116 社会监督

27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57 党政同责 87 协调联动工作机制 117 科普教育

28 提升粮食综合产能 58 责任区域 88 区域统筹制度 118 信息公开

29 防止耕地撂荒 59 权责一致 89 “田长 + 检察长” 119 媒体平台

30 落实耕地利用优先序 60 主体责任 90 包片联户机制 120 政策宣传

表3 开放性编码的范畴化

Tab.3 Categorization of open encoding

范畴 概念 节点数 范畴 概念 节点数

理念指引 1、2、3、4、5 407 权责划分 56、57、58、59、60、61、62、63、64、65、66、67 917

耕地数量保护 6、7、8、9 558 网格化架构 68、69、70、71、72、73、74 442

耕地质量保护 10、11、12、13、14、15、16 728 执法监管 75、76、77、78、79、80、81、82 817

耕地生态保护 17、18、19、20、21、22、23、24 672 协同联动 83、84、85、86、87、88、89、90、91、92、93 680

粮食安全保障 25、26、27、28、29、30、31、32 473 考核问责 94、95、96、97、98 426

基本农田建设 33、34、35、36、37、38 878 技术赋能 99、100、101、102、103、104、105、106、107 406

系统治理 39、40、41、42、43 155 资金支持 108、109、110、111、112 332

机构设置 44、45、46、47、48、49、50、51、52、53、54、55 1 098 多元参与 113、114、115、116、117、118、119、120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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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选择性编码与模型构建

选择性编码是“通过描述现象的‘故事线’来梳

理和发现核心范畴，并在核心范畴与其他范畴之间建

立起系统的联系”[20]，由此构建具有较强概括能力和

关联能力的理论模型。对初始概念、副范畴、主范畴

的关联进行梳理发现，目标导向型政策工具、系统变

革型政策工具、过程控制型政策工具、能力建设型政

策工具可以归为一个核心范畴 ——“耕地保护田长制

的政策工具谱系”。发轫于此，本文将建构“耕地保护

田长制的政策工具谱系模型”，即“四维驱动式凌锥模

型”（图 4）。目的在于：通过自下而上的呈现方式，整

体性描绘耕地保护田长制的政策工具使用图景，揭示

其使用特征，提出政策工具的优化路径。

2.4	 理论饱和度检验

为符合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的理论饱和原则，本文

将余下的 30 份政策文本再次进行开放性编码、主轴

性编码和选择性编码，发现所得概念和范畴均可被已

有概念和范畴覆盖，且所得范畴之间也未出现新的逻

辑关联。由此判定，本文所构建的模型具有良好的理

论饱和度，具备一定的现实解释力。

表4 主轴性编码表

Tab.4 Spindle coding

主范畴 副范畴 节点数

目标导向型政策工具 理念指引、耕地数量保护、耕地质量保护、耕地生态保护、粮食安全保障、基本农田建设、系统治理 3 871

系统变革型政策工具 机构设置、权责划分、网格化架构 2 457

过程控制型政策工具 执法监管、协同联动、考核问责 1 923

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 技术赋能、资金支持、多元参与 1 256

图4 耕地保护田长制的政策工具谱系模型

Fig.4 Policy tool genealogy model of farmland protection Tianzha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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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模型阐释与特征分析

3.1	 模型阐释

3.1.1  第一谱系：目标导向型政策工具

目标导向型政策工具的节点数为 3 871 个，是耕

地保护田长制的第一谱系政策工具。一直以来，在效

率机制驱动下，地方政府时常会有选择地规避不利自

身获益的耕地保护目标，进行“目标替代”[21]。为应对

这种“目标替代”现象，现行政策从理念指引、耕地数

量保护、耕地质量保护、耕地生态保护、粮食安全保障、

基本农田建设、系统治理 7 个方面创设目标导向型政

策工具，以明确耕地保护约束性政策目标，力求达到

田长注意力分配正向牵引效果。细言之，理念指引要

求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到耕

地保护全过程，并坚持问题导向与底线思维，认真审视

耕地资源有限性短缺、耕地利用产出不充分等问题 [22]；

耕地数量保护强调严格按照耕地占补平衡要求落实耕

地保有量约束性指标，守住耕地保护红线；耕地质量

保护旨在采取轮作休耕、水土流失综合防治、培肥改良

等措施实现用地与养地相结合，恢复和提升地力；耕

地生态保护则强调加强耕地污染源头防控，推行规模

化降污和技术治污，恢复耕地生态健康良好状态；粮

食安全保障要求严格管控耕地“非粮化”，坚决遏制耕

地“非农化”，以落实耕地利用优先序、规范农业生产活

动等措施提升耕地的粮食综合产能；基本农田建设强

调按照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要求，推进农田基础设施

系统化建设，增强农田防灾抗灾减灾能力 [23]；系统治

理旨在树立耕地“三位一体”保护理念，推进耕地建管

护一体化，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

3.1.2  第二谱系：系统变革型政策工具

系统变革型政策工具的节点数为 2 457 个，是耕

地保护田长制的第二谱系政策工具。耕地保护是一

项纵横交错的系统工程。在纵向维度，涉及各级政

府、村委会、农户等主体的跨层级治理；在横向维度，

涉及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农业农村等单位的跨部门

协作。面对此项系统工程，尽管国家已经出台众多耕

地保护责任落实文件，但因耕地保护的负外部性以及

责任制主体权责的分散化，导致耕地保护实践中仍存

在认识不统一、职权交叉、执法空白等问题。对此，现

行政策从机构设置、权责划分、网格化架构三个方面

创设系统变革型政策工具，是推动耕地保护主体职权

责明晰的积极探索，能够有效避免因监管错位导致的

耕地保护制度实施效率低下 [24]。在机构设置方面，政

策制定者立足分级负责的耕地保护属地监管体制，设

立各级田长、田长工作领导小组、田长办公室等基本

单元；在权责划分方面，政策制定者按照耕地保护共

同责任、党政同责、主体责任等要求，进一步细化耕

地保护权责标准与边界，清晰呈现出田长制的权责体 

系 [25]；在网格化架构方面，政策制定者通过在基层田

长配置网格员，形成闭合式耕地保护网络。

3.1.3  第三谱系：过程控制型政策工具

过程控制型政策工具的节点数为 1 923 个，是耕

地保护田长制的第三谱系政策工具。在当前耕地保

护科层组织分工逻辑下，科层组织的“权威思维定势”

和“权责倒挂”将造成耕地保护制度的敷衍执行。为

此，现行政策从执法监管、协同联动、考核问责三个

方面创设过程控制型政策工具，旨在设计程序性规范

保障“耕地保护责任链”的正常运行，实现耕地保护

田长制的有序化运作。其中，执法监管是基础性程序

工具。这种工具以耕地违法快捷发现机制、常态化巡

查检查制度、闭环执法监管体系等为核心，重在提升

耕地保护的执法效率和精准度。协同联动是沟通性

程序工具。这种工具通过设立联防联控机制、联席

会议制度、交接清单制度等沟通性程序，旨在加强目

标导向下的跨部门互动与协作，以形成耕地保护“合

力”[26]。考核问责是反馈性程序工具。这种工具按照

“谁管谁负责，谁管谁跟进”的原则，对田长巡查不到

位、问题不制止等情况进行问责 [27]，对工作成绩突出

的田长给予表彰，具体方式包括逐级督导、社会信用

评价、责任目标年度考核等。过程控制型政策工具的

二维分析框架具体如图 5。

图5 过程控制型政策工具的二维分析框架

Fig.5 A two-dimensional analysis framework for policy 
tools of process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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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第四谱系：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

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的节点数为 1 256 个，是耕

地保护田长制的第四谱系政策工具。受制于传统“管

控 — 压制”型土地管理模式的影响，当前耕地保护工

作呈现出一种低信息化水平的非合作态势，耕地保护

主体的制度明晰力、制度知行力、制度行动力、制度

督导力仍存在一定不足 [28]，如此将影响田长制的长效

运行。为保障田长制的长效运行，现行政策从技术赋

能、资金支持、多元参与三个方面创设能力建设型政

策工具，力求加强耕地保护主体的执法效能，激发其

执行动力。在技术赋能方面，强调以智慧耕地管理平

台建设为核心，集成运用卫星遥感、手机终端、无人机

监测等技术手段，对耕地利用的变化情况进行即时跟

踪调查监测，形成耕地“一张图”的综合监管模式 [29]；

在资金支持方面，强调建立多元化资金投入机制，制

定“市场化”激励政策 [2]，逐步协同调整耕地保护补偿

标准，充分调动耕地保护主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

多元参与方面，强调通过社会化服务、社会监督、科

普教育等措施，提高田长制的社会认同度，营造“人

人参与”的耕地保护氛围，塑造多元共治式耕地保护

共同体 [30]。

3.2	 特征分析

3.2.1  政策工具组合结构不合理

梳理各类型政策工具使用比例后发现，耕地保

护田长制的政策工具使用呈现非均衡性样态（图 6），

其组合结构存在诸多不合理的问题，如此易引发政策

工具内部的挤迫效应。政策工具组合结构不合理表

现在：一方面，不同类型政策工具组合结构失衡。其

中，目标导向型政策工具占比为 40.72%，呈“主导”状

态；系统变革型政策工具占比为 25.84%，呈“强势”状

态；过程控制型政策工具占比为 20.23%，呈“弱势”状

态；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占比为 13.21%，呈“缺位”状

态。另一方面，同一类型政策工具的子类型工具组合

结构失调。譬如，在目标导向型政策工具中，基本农

田建设占比为 22.68%，耕地质量保护占比为 18.81%，

耕地生态保护占比为 17.36%，耕地数量保护占比为

14.42%，粮食安全保障占比为 12.22%，理念指引占比

为 10.51%，系统治理占比为 4.00%。这表明，现行政

策多停留在耕地保护微观目标的设定上，缺乏对理念

指引、系统治理、粮食安全保障等耕地保护宏观目标

的关照。耕地保护宏观目标的“亏空”将难以保证各

级田长对耕地保护工作持续性地投入政策注意力。

图6 各类型政策工具的比例与结构分布图

Fig.6 The proportion and structural distribution of various types of policy 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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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政策工具可操作性待增强

由政策模糊性理论可知，“开展政策试点的初期，

地方政府都会面临政策内容的模糊”[31]。耕地保护田

长制尚处于政策扩散的地方试点阶段，同样面临政策

内容的模糊问题。政策内容的模糊导致耕地保护田

长制的政策工具也具有模糊性。这种模糊性主要体

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策工具的实质性模糊，主要是

指田长制中耕地保护的约束性政策目标不明晰。譬

如，现行政策虽然提出田长需要防止耕地“非粮化”和

遏制耕地“非农化”，但是何为“非农化”“非粮化”行

为，政策文本缺乏清晰的界定，并且“目前我国尚未设

立耕作层破坏认定国家标准”[32]，这就致使耕地保护

的约束性政策目标不明晰。二是政策工具的程序性

模糊，主要是指田长制中耕地保护主体的政策执行过

程不明朗。譬如，现行政策提出田长需要进行日常巡

查检查，但是怎样巡查检查、巡查检查什么、巡查检查

的时间间隔是多少等并未给出明确说明，这就容易诱

发田长的有限理性行为，衍生象征性执法、选择性执

法等乱象。因此，由于当前耕地保护田长制的政策工

具存在实质性模糊和程序性模糊问题，进而导致政策

工具缺乏可操作性。

3.2.3  政策工具创新性仍为不足

从制度起源来看，田长制虽起源于河长制和林

长制，但在组织体系方面田长制与后两者之间存在较

大差异，相较河长制的省、市、县、乡四级组织和林长

制的省、市、县、乡、村五级组织，田长制在省、市、县、

乡、村五级组织基础上，创造性增设网格田长与户田

长，其组织体系最低级别已延伸至农户。基于此项差

异，田长制应当拥有符合自身制度逻辑的系统变革型

政策工具。然而，比较分析发现，田长制的系统变革

型政策工具与河长制和林长制的系统变革型政策工

具具有高度同质性。如此样态表明，田长制的政策工

具创新性仍为不足。此外，田长制的政策工具还存在

前沿拓展不足的问题。譬如，除海南省提出加强耕地

“四位一体”（数量、质量、生态、效益）保护之外，多数

省市在目标导向型政策工具中的主张是加强耕地“三

位一体”（数量、质量、生态）保护。耕地“三位一体”

保护的主张契合当前中国耕地保护利用的实际，具有

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田长制作为一种地方先试先行

的政策，不仅需要“回应当下”，也需要“照顾未来”。

因此，以前瞻性视角视之，为应对耕地保护利用的新

问题和新形势，耕地保护田长制的目标导向型政策工

具仍需前沿拓展，如此才能发挥先试先行政策的最大

功效。

3.2.4  政策工具实质效力需提升

按效力等级的不同，政策可以分为等级较低的具

体政策（地方规范性文件）、等级中等的基本政策（国

家规范性文件）、等级较高的元政策（法律法规）[33]。

政策文本的等级越高，政策工具的实质效力就越强，

反之亦然。在当前耕地保护田长制的制度扩散中，除

国家层面的《关于完善早发现早制止严查处工作机制

的意见》提出“推动建立‘田长制’”以及《农业农村部

关于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服务种子和耕地两个要害的

指导意见》提出“鼓励地方探索建立耕地保护田长制”

之外，耕地保护田长制的多数政策文本属于地方规范

性文件与工作文件，整体等级偏低。现行政策的低等

级性直接导致当前耕地保护田长制的政策工具实质

效力整体偏弱。再者，从政策工具的构成要素来看，

“负面问责”内容远多于“正面激励”内容。在这种高

压问责状态下，田长治田缺乏内在动力，田长的“负

责”心态将逐渐转为“避责”心态。如此一来，耕地保

护田长制的政策工具实质效力将被弱化。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以 120 份省市级层面的耕地保护田长制实

施（工作）方案为原始资料，运用扎根理论进行质性分

析，构建出耕地保护田长制的政策工具谱系模型 ——

“四维驱动式凌锥模型”，并发现现行政策在政策工具

使用上存在组合结构不合理、可操作性不强、创新性

不足、实质效力不高等问题。据此，本文提出未来耕

地保护田长制的政策工具优化方向。

（1）协调政策工具使用比例，优化组合结构的适

配性。一方面，适度平衡不同类型政策工具的使用比

例。坚持动态平衡的整体系统思维，适当减小目标导

向型政策工具占比，平衡系统变革型政策工具和过程

控制型政策工具的使用，适度增加能力建设型政策工

具供给，以发挥政策工具的“结构效应”[34]。另一方

面，科学优化同一类型政策工具子类型工具的使用比

例。具体操作为：在目标导向型政策工具中，加强理

念指引、系统治理等宏观性工具的供给，通过“田长制

+ 乡村振兴”“田长制 + 大食物观”等的有机结合，以

保证田长政策注意力的可持续性与强战略性；在系统

变革型政策工具中，增加网格化架构和权责划分工具

的使用，通过签订目标责任书、建立权责清单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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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田长的耕地保护任务落实到责任地块和责任网络；

在过程控制型政策工具中，注重反馈性程序工具的供

给，通过“奖励与惩戒并行并重并举”“内部考核与外

部评价相结合”“容错纠错与尽职免责相协同”等方式

立体式绘制田长的“绩效画像”，以保障执法监管和协

同联动工具的高效运行；在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中，

提高资金支持和技术赋能工具的使用，鼓励社会资

本、云计算技术、人工智能等资源要素向耕地保护工

作延伸，助力耕地资源的现代化治理。

（2）细化政策工具操作流程，增强内容要素的精

准性。首先，设置耕地保护的阶段性目标。依据地区

内耕地保护实践，结合党中央提出的“两步走”战略

安排，系统规划从 2020 年到 2035 年、从 2035 年到本

世纪中叶的耕地保护远景目标与主要任务。其次，拟

定可量化的耕地保护目标。以“三调”数据为底数，

明确永久基本农田“保哪里”，耕地“保多少”；以 2020

年耕地质量数据为底数，明确耕地质量提升的程度，

地力提升的具体任务；以 2020 年耕地生态系统数据

为底数，明确耕地生态系统整体性修复和治理的任务

清单。此外，建议在明确耕作层破坏鉴定标准基础

上，制定耕地利用负面清单，对“非农化”“非粮化”行

为进行清晰界定。最后，出台与耕地保护田长制实施

（工作）方案相配套的实施办法和细则。譬如，可以出

台《耕地保护田长制运行规则》 《耕地保护田长巡田

工作制度》 《耕地保护田长制会议制度》等配套细则，

将抽象的政策工具转化为具体的操作文本。

（3）注重政策工具创新变革，培育内生动力的发

展性。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要求，政策设计者需

要注重耕地保护的多主体联动、多功能评价、多手段

集成及多目标协同 [35]。由此，耕地保护田长制的政策

工具需进行以下创新变革：一是拓展目标导向型政策

工具的前沿属性。在深刻理解新时代耕地保护的价

值内涵基础上，逐步更新耕地“全要素”保护、耕地绿

色低碳利用、“三生空间”用地转型等内容，开启耕地

资源利用与保护新格局。二是提升系统变革型政策

工具的基层属性。将村民小组长、村“两委”成员、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或村民代表等主体吸纳入村

级田长的人选范围，并合理设置网格田长和户田长，

使田长制的责任重心充分下移。三是优化过程控制

型政策工具的协同属性。借助田长制的高位推动，建

立以“利益协调”为核心、以“田长 +”为形式的全域耕

地保护协作机制，推进耕地资源的整体性治理。四是

增强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的市场属性。各地政府应

不断探索“田长制 +PPP”的治理模式，积极引导企业

参与耕地保护工作，激活社会资本，提高耕地保护补

偿资金的运作效率。

（4）提升政策工具效力层级，夯实功能发挥的有

效性。政策工具效力层级提升的关键在于，逐步优化

政策文本的效力等级结构。为此，耕地保护田长制的

政策工具效力层级提升需要分三步进行：第一步，继

续深化地方实践探索，提炼各地田长制试点的制度

共性，制定国家层面的耕地保护田长制实施（工作）

方案；第二步，将耕地保护田长制进行央地间的纵向

扩散，鼓励地方把成熟的规范性文件上升为地方性法

规；第三步，以耕地保护立法、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等为

契机，借鉴吸收河长制和林长制的入法经验，在未来

《耕地保护法》 《生态环境法典》中明确田长制的法律

地位和主要职能 [13]。此外，为防止高强度问责挫伤田

长的积极性，影响政策工具的实效，还需逐步健全田

长制的政策激励体系，赋予田长一定的治理裁量权 [25]， 

激发其主观能动性，从而提高田长制的治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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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Tool Genealogy Model and Policy Implication of Farmland 
Protection Tianzhang System: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Policy Text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FANG Yin, LI Jie, SI Yaoyao
（School of Law,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China）

Abstract: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are to analyze the implementation （work） plans of farmland protection Tianzhang 

system successively introduced by various provinces and cities, and to describe the overall picture of its policy tools 

and their usage characteristics, to provide the reference for policy improvement and optimization. The research methods 

include grounded theory and content analysi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policy tool genealogy model of 

farmland protection Tianzhang system is the “four-dimensional driving pyramid model”, which is composed of goal-

oriented policy tools, system transformation policy tools, process control policy tools, and capacity building policy 

tools. 2） “Attention allocation, clear job responsibilities, orderly operation and active mobilization” is the policy tool 

usage logic of farmland protection Tianzhang system. Based on this logic, it helps to smooth the “last mile” of farmland 

protection. 3） The current farmland protection Tianzhang system has problems with unreasonable combination structure, 

weak operability, insufficient innovation and low substantive effectiveness in the use of policy tools. In conclusion, the 

proportion of policy tools used should be coordinated and refined to optimize the adaptability of the combination structure. 

The operational process of policy tools should be refined to enhance the accuracy of content elements. The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policy tools are required to cultivate the development of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s. The effectiveness 

level of policy tools should be increased to consolid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ir functions.

Key words: farmland protection; Tianzhang system; local governments; policy tool; grounded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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